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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簡言緣起 

2003年 SARS疫情侵襲台灣，4月 23

日和平醫院爆發 SARS 疫情，衛生機關在

24 日上午 11 時緊急封鎖醫院，休假的護

理人員被召回上班，同時也被監禁隔離。

後來經過民眾抗議，在深夜 1 時左右，百

餘位符合衛生局七項條件的工作人員，得

以乘坐公派車輛回家，接受居家隔離，而

護士則被全員封鎖隔離留置在醫院裡。4

月 25日上午發生了護士抗議並衝撞封鎖線

事件，引起社會大眾的高度注意。 

台灣在 SARS 時期護理人員的抗爭及

其後續發生的事件，包括：護士辭職、休

假、拒絕照顧 SARS 病患等，引發了台灣

社會廣大的廣泛討論。有些學者認為：護

理人員的倫理教育過程出現了重大的缺

失，呼籲重建護理專業倫理，認為護理教

育應重視專業倫理的養成，而不只是強調

技術面。如今，事過境遷，台灣的護理倫

理教育是否因 SARS 的重創，而有所改

變？台灣社會是否仍在意護理人員的倫理

教育？台灣的護理倫理教育是否可以符合

台灣社會期望並邁向成熟？ 

筆者過去曾經接受過護理教育，發現

SARS 時期，台灣社會對護理人員的期

許，與實際護理倫理教育的養成，有十分

大的落差。社會期許護理人員是「白衣天

使」、「菩薩」、「抗煞勇士」，並以這

些頭銜和「護理倫理」劃上等號。這反映

出一個事實：我們社會期待護理人員必須

符合「犧牲自己、照亮別人」的形象，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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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掉從事護理工作的「人」，也有人

權、生命權及專業權。當護理人員爭取自

己專業的保障及應有的權利時，反而必須

承受社會給予「不專業」、「缺乏專業倫

理」的批判。當時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研究員廖福特認為「醫護人員出面抗爭，

此舉不僅令人無法理解，也突顯醫學倫理

的欠缺，因為醫護人員的職責就在醫病救

人，面對疫情應該積極投入救人，但卻見

到部分人員進行強力抗爭，令人不解，醫

院管理確實有檢討的必要」（中央社，

2003 年四月二十六號）。中山醫學大學醫

學倫理教授戴正德，則呼籲社會思考：

「醫護是一種『職業』，亦或是『天

職』？盼望教育界深思反省「醫護倫理」

的教育問題……」（自由時報，2003 年四

月二十八日） 

台灣社會盼望護理人員能夠有所自

覺，盡護士的「義務」。然而，當社會處

於集體恐慌的狀態時，人們為了自救，根

本無心思索社會是否已經給予護理人員應

有的保障。 

從 SARS 事件可以看見台灣社會對護

理人員的矛盾與拉扯。台灣的護理倫理教

育究竟是要盡其所能地迎合本土社會的價

值；還是放棄本土社會價值，形成一個無

法與社會溝通的團體，在遭遇類似 SARS

事件時，才與社會對峙，甚至承受社會的

批判？我想以上兩者都不是我們所樂見

的。因為這不但會嚴重傷害護理專業，而

且對提升本土護理人員的社會地位，也不

會有幫助。 

然而，本土護理倫理教育該何去何

從？有些學者呼籲：重建護理專業倫理，

可是，我們應該在什麼樣的基礎上「重

建」？如何「重建」？「護理專業」並非

東方社會的產物；「護理專業倫理」的內

涵，更是西方文化所孕育出來的，西方

「護理倫理」移植至本土社會，其適應性

及可行性是值得考慮的嚴肅問題。如何建

立既符合本土文化，又能實踐西方護理專

業倫理的實質內涵，則是許多學者想致力

解決的問題。本文獻探討希望從社會心理

學的角度，瞭解西方專業倫理移植至本土

社會所遭遇到的困境，提供重建本土護理

專業倫理若干思考的面向。 

二、問題的形成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將西方

專業倫理移植到華人社會中可能產生的適

應問題。過去的研究指出：在西方文化衝

擊之下，華人社會中的價值觀也深受影

響，而逐漸重視「法治」的觀念（林淑

萍，1999），正如同美國哲學家 Rawls 

（1971）之《正義論》所主張的那樣，認

為每一個人都應當享有同樣的基本權利。

然而，SARS 事件使我們看出，在傳統儒

家文化的影響之下，華人社會仍然十分重

視義務觀，當社會呼籲護理人員講求護理

專業倫理時，其實是要求她們善盡社會義

務。因此，在 SARS 流行時期，我們可以

看見，為了符合外界的規範，台灣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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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論不斷地要求護理人員去認同「犧牲奉

獻」、「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條規，

並實踐一種缺乏主體性的專業倫理。而護

理倫理規條卻硬生生在那裡，無法給予護

理人員明確的指引方向。因此，文獻探討

的過程中希望突顯華人權利、義務不清的

社會現象造成的護理專業倫理的困境。 

貳、護理專業倫理移植本土

社會遭遇的困境 

一、「專業倫理」的文化影響 

(一) 「倫理」、「道德」與「專業倫

理」的定義及其重要性 

簡單的說，「倫理」指的是群體規

範，而「道德」指的是個體的品行與德

行；「倫理」強調行為在群體間產生的結

果，而「道德」則強調個體行為的理由與

動機（傅佩榮，1993）。然而，這樣的定

義過於籠統，且互相涵涉，吾人很難想

像：在許多情境中，個體在與社會互動

時，會缺乏內在的理由與動機。黑格爾的

定義較為清楚，他認為：「道德」是個人

的意志對自己的內在要求，它雖然也反映

出外在的客觀現實，其著眼點卻是作為

「自由主體」的個人對於自我的要求。相

反的，「倫理」則是「實踐理性」在某種

特定的習俗、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外在現

實中，所形成的客觀原則。前者強調「意

志主體」的自我要求，後者則涉及意識主

體和外在客觀環境之間的合理安排（黃光

國，1996）。 

Beauchamp 和 Childress (1983)強調每

一個專業應有一套「宗旨（doctrine）」，

或此一專業的終極目的，以及對於達成此

目的之方法的信仰。根據這種專業的基本

理念，得以形成執行此一其專業必須遵循

的規範（norms）、標準及步驟。「規範」

意指適當與不適當行為的準則(rules)，它

告訴專業成員：什麼是應當做的，什麼是

不應當做的，它是「專業倫理」的基礎。

專業倫理立基於社會期待，必須滿足社會

的需求；同時，專業倫理也是一種「社會

控制」，其具體內容可分為兩部分：一是

外在的專業規則與專業法，如：明文規訂

的「倫理準則」（code of ethics）；在

歐、美國家，各種不同的職業團體或專業

團體大多訂有明確的「倫理準則」，詳細

規定團體成員在執行專業並與他人互動

時，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另一部分則是

內在的個人態度與價值，也就是個人內化

了的專業倫理與道德。兩者之中尤以後者

更為重要，因為任何有效的社會控制方法

都必須經過社會化（socialization），讓社

會成員傳承此一團體的價值及態度，負擔

起自我監督的責任（劉仲冬，1998）。 

法國社會學家 Durkheim (1893/1964) 

認為：對於社會秩序的維持，訂有「倫理

準則」的職業或專業團體，其禁制力量遠



 

 

‧18‧ 應用倫理研究通訊梣第三十四期

比抽象的「國家」要大的多。個人和代表

國家力量的執法人員，平常可能並沒有什

麼接觸，他對「法律」也可能只有模糊的

概念，即使他明確知道某項法令的規定，

只要他能夠避開執法人員的監視，他仍然

可能「知法犯法」。同業社群則不然。同

業社群代表一種社會的「力量」，個人和

自己的同業社群，必然有某種程度的人際

來往。倘若他所屬的同業社群訂有明確的

「倫理準則」，這種「倫理準則」便可能

成為同業社群的「集體良心」（collective 

conscience），進而約束個人的行動。如果

他違背了同業社群共同信守的「倫理準

則」，他會感受到同業的壓力，甚至覺得

難以立足於同業之間。 

無論是外在的專業規則，或是內在的

個人態度與價值，都是在專業人員與社會

的互動過程中所產生。專業倫理對個人的

約束力不只來自於同業之間，而且來自整

個社會對此專業的期待。因此，專業倫理

也會產生「道德相對主義」（ moral 

relativism）的問題，譬如：在甲社會的專

業倫理中，某種行為可能是個錯誤，在乙

社會中，可能就屬於可容許範圍；或者，

在過去社會所強調的某種專業倫理，在現

代社會，可能已經不合時宜。因此，即使

專業倫理具有其重要性，也需與社會互

動、對話，隨時空而調整，才能產生出符

合當代社會價值的專業倫理。 

 

(二) 專業倫理奠基於不同文化社會層

次的分析比較 

既然專業倫理有時空的適應性問題，

因此，要瞭解在台灣社會中實踐專業倫理

的可能性，必須先瞭解過去專業倫理如何

從西方社會背景內生出來，及其傳入本土

社會後，可能產生的價值衝突。根據黃光

國（2000）指出：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

並不是像西方國家那樣，是由文化內部發

展出來的，而是非西方國家的人民將西方

國家中發展完成的現代性質素，人工地引

入自己的國家之中。因此，非西方社會中

普遍存有現代與傳統並存的現象，非西方

國家的傳統性與現代性也存有不連續性，

無法由前者轉化為後者的不連續性。現代

東方社會中各種不同的「專業」，大多是

由西方國家，移植進來的現代性質素，過

去的「專業倫理」蘊涵了西方文化核心的

價值觀，奠基在文化傳統對於此一專業的社

會期待。過去西方常用「天職」（calling）

的概念，來形容醫護專業對醫護人員的職

業期待。「天職」為西方新教教派的核心

理念，即：上帝應許個人的生存方式，不

是要以苦修的禁慾主義超越世俗的道德，

而是要個人完成他在現世中所處地位賦予

他的責任和義務（韋伯，1930/1991）。非

西方社會在移植西方專業時，較容易掌握

並接受其「技術層面」，然而，其專業背

後的「精神層面」，包括「專業倫理」，

卻因為文化價值觀的歧異性，大多數人常

常不知其意義何在，而難以接受，甚至因為

它與本土文化互相抵觸，而令人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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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深思（Parsons T.）在對韋伯（Weber 

M.）的「儒教與道教」（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做導讀時，使用了一組對比的

概念（Parsons, 1968/1937）：「普遍主義與

特殊主義」（universalism－particularism），

來概括韋伯對儒家倫理與西方基督新教倫

理所做的比較；在哲學上則以「一元論」

（monism）與「多元論」（pluralism）的對

比來說明其間的差異。韋伯認為：儒教是一

種「適應現世的理性主義」（rationalismus 

der weltanpassung）：儒教倫理盡其所能地

讓人停留在自然發生的社會上下關係之中，

將由親屬或擬親關係做為基礎之「五倫」

衍生出來的孝順義務（pietatspflichten）神

聖化。清教徒則展開非個人的或去個人的

理性化過程，個人內在的孤獨造成絕對的

個人主義，把親密家人當成外人看待， 

打破人際關係的束縛，建構出可精確  

計算的企業組織、官僚制度、法律體系，

從而形成一種「宰制現世的理性主義」

（rationalismus der weltbeherrschung）。 

我們可以以 Kim (1994) 對於西方「自

由主義」與東方「儒家主義」的比較，作

為概略瞭解西方「個人主義」與東方「集

體主義」的基礎。他簡單對自由主義

（ liberalism）與儒教（Confucianism）做

個摘要，分別從生態與文化適應、社

會與文化變遷、「個人主義」及「集體

主義」的對照面，三個面向來作東、西方

歷史的整體分析，最後統整出三個層次，

分別為個人層次、人際層次及社會層次的

東西方比照。基於本文主旨的考量，此處

只簡述其社會層次的比較（表 1-1）。 

由 Kim (1994) 的歸納可看出：西方訂

定規範的原則，在於實現均等、公平、非

干擾與超然等目標；在制定制度時，西方

則注重個人權利的保護。西方社會法治的

最高理想，在於實踐「社會正義」，其道

德的指導原則，則是達到人人「生而平

等」的目標，希望藉由去脈絡化的理性思

維，訂定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倫理準則。

東方訂定規範的原則卻是以角色、保住面

子、社會義務、踐行美德等作為實踐的要

件；制度方面則以家族主義、法律道德主

義等為判斷的準則。由此可見華人社會對

法理的理想與西方是截然不同的，它是以

「關係」的判斷為基礎，具有脈絡性思維

的特性。關係並不獨立於法治之外，反而

是法治的依循判准，法理與情理互相滲

透，期望達成圓融、兼容並蓄的理想境界。 

筆者認為：以上為對於東、西方社會

的分析與描述，雖然有助於瞭解東、西文

化的差異，然而，過份強調文化差異的結

果，卻可能忽略掉專業倫理在現實社會中

改變、轉化的動力，反倒以為文化是一個

難以跨越的牢籠。因此，除了瞭解文化之

間的歧異性之外，更要進一步探討本土專

業與現代社會互動、改變、與轉化而形成

的專業倫理。換言之，制定倫理規條時，

除了要符合文化脈絡，還要在社會事件

中，將當代社會對其專業角色的期許，在

社會事件中與專業經驗反覆辯證、修正、

溝通對話，才有可能制定切實可行的專業

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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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自由主義」與「儒家主義」的比較分析 

社會層次(societal level)     自由主義(liberalism)           儒家主義(Confucianism) 

規範與原則(Norms and 

principles) 

均等(equality) 

公平(equity) 

非干擾的(noninterference) 

超然的(detachability) 

角色(role fulfillment) 

保住面子(maintenance of face)

社會義務(social obligation) 

基於美德的(virtue-based) 

道德(Morality) 以權利為基礎的(rights-based) 以美德為基礎的(virtue-based) 

衝突解決(conflict 

resolution) 

對手的仲裁(adversarial arbitration) 安撫的妥協讓步(conciliatory 

compromise) 

正義(Justice) 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 

程序的(procedural) 

以角色為主的(role-based) 

實體的(substantive)：指規定權

利義務 

秩序(Order) 法律與規定(laws and regulations) 角色與義務(roles and duties) 

 

制度(Institutions) 個人權利的保護(protection of 

individual rights) 

家族主義(familism) 

法律道德主義(legal moralism) 

國家(State) 民治(by people) 

理性原則(rational principle) 

民主表徵(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

民享(for people) 

福利的(welfaristic) 

父權主義(paternalistic) 

 

(三) 西方文化中的「對話倫理」 

賴賢宗（2000）指出：西方所追求的

專業倫理，是專業人士在知識的工具理性

上，建立起自律的責任倫理。為了達成此

一目的，必須經由對話與溝通的實踐，將

兩者加以調和。王崇名與陳仲偉（2003）

認為：西方專業倫理的主要特質是職業倫

理、權利請求與論說能力，三者的緊密結

合。醫療專業與醫療專業倫理是一體的。

專業倫理必須體現在於社會互動的實踐過

程之中，特別是經由溝通討論的實踐過程

之中，而不單單只是背誦技術上的倫理條

規，或是天真地相信自己熟練的技術就是

專業。專業人士本身必須具有一種從事志

業的實踐精神，生命價值體現在專業工作

本身，而不在專業工作之外。這種基於志

業、權利與溝通討論的專業表現，就是西

方專業倫理的重要特質。 

換言之，西方「專業倫理」具有

Habermas (1990) 所謂「對話倫理」的性

質。它不是由權威人士「啟示」出來的一

種「獨白的倫理學」（李明輝，1991），

而是某一行業的從業人員，根據本行的專

業知識，經過不斷的溝通和對話，而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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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黃光國（1996）借用 Herbamas

的「對話倫理」做為西方專業倫理的特

質，並以此做為專業倫理的實踐基礎：

「某一行業的從業人員，根據本行的專業

知識，經過不斷地溝通與對話，而逐漸形

成。」西方的專業倫理是經過長期的、歷

史性的遞嬗與演變而形成的，專業倫理的

內涵有其獨特性的意義，必須整體性的、

全盤性的瞭解西方的專業倫理，並以實踐

的方法與本土社會的成員進行對話，才能

產生適用於本土社會的專業倫理。本土社

會中的專業人士如果無法體會其內在精

神，頂多只是把它當做道德教條來加以背

誦，而不把專業倫理當作是社會實踐的原

則。 

因此，護理專業倫理教育不應只是道

德教條教育的複製，護理專業倫理必須發

展成一種社會實踐。這是西方專業倫理的

特質，也是我們必須學習的精神。 

二、護理倫理於華人文化脈絡下

的傳統期待與氛圍 

以「天職」與「士之倫理」期許護理

行業之不適應性 

醫療的本質雖然在於「醫病救人」，

東西方醫療專業人員的倫理法則，卻是基

於不同的道德期許。過去西方的「天職」

概念，是個人對於「神召」的一種回應，

具有強烈「個人主義」的色彩。個人身為

上帝選定的子民，身負神聖的旨意，具有

獨特性，也必須成就上帝對個體的召喚，

為人類犧牲奉獻。因此，西方「天職」的

義務感，是基於個人對上帝負責的一種內

在趨力。然而，個人回應上帝的方式，仍

然具有個人的「選擇權利」。西方倫理學

認為：犧牲生命、醫病救人，是一種「積

極義務」或「不完全義務」，個人可以決

定，他是否願意做出社會所認定的「美

德」行為（Miller, 1994）。 

從西方護理代表人物南丁格爾的歷史

來看，南丁格爾的言行是相當個人主義

的，她不顧家裡反對，不畏強權，勇於發

言，爭取權益地位，以求給予病人更大的

舒適。正如 Gilligan (1977) 的分析：女性

照護與責任的關懷倫理（ethics of care），

是以自我關連（a connected view of self）

作基礎。西方關懷倫理的主張，是出於女

性自主的決定。女性能夠在照護過程中，

維持自我，這是個人主義文化的特色，與

華人女性的犧牲奉獻的形貌有其根本的不

同。華人社會認為：身為護理人員，必須

盡其角色義務，這是無法推諉的責任，不

一定會得到社會的回報。例如：在 SARS

流行時期，政府的發給醫生一天一萬元的

補助金，但護士卻只有三千元，反映出華

人社會對不同性別與職業回報的差異。 

「醫病救人」，並非華人社會對一般

人的期許。用「儒家關係主義」的角度來

看，它倒是比較接近儒家文化深層結構中

的「士之倫理」。根據黃光國（1988，

1995）對儒家思想深層結構的分析，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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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主張「大德必得其祿，大德必得其

位」，認為道德操守良好的人應當在運作

社會中佔有較高的地位，一方面又主張：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道而重遠，仁以為

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

乎？」《倫語．泰伯篇》，賦予知識份子

（士）一種道德使命感，他們應當在自己

所佔的社會位置上，盡力施行「仁道」。

由此觀之，「士之倫理」是傳統華人社會

對男性知識份子的期許。認為他們雖然期

許男醫生實踐「士之倫理」，卻以較高的

社會地位和酬勞作為回報。相較之下，一

個女護士既沒有社會地位，在社會經歷危

難時，卻要求她們以更高的倫理標準遵行

犧牲、奉獻，由此可見華人女性在社會上

所承受的不公平。盧孳豔（2003）於世新

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的專題報告「性別、

權力、與 SARS」即指出：在 SARS 流行

之初，五月一日和平醫院護理長陳靜秋已

經殉職，但直到五月十六日實習醫生林重

威殉職之後，立法委員才首次呼籲「沒有

設備，怎能叫醫生醫病人……」。然而，

他們卻忽略了沒有設備及足夠的資源，怎

能叫護士照顧病人？ 

三、護理專業及專業倫理的本土

移植 

(一) 西方移植本土的護理專業 

根據劉仲冬（1998）對傳統護理史的

研究，在傳統中國社會裡中產階級以上的

良家婦女是不外出工作的。只有窮苦人家

的寡婦，才會為了生計，而去擔任一些低

賤的工作。所謂「三姑六婆」其實是傳統

的九種職業婦女：尼姑、道姑、卦姑、牙

婆、媒婆、虔婆、藥婆、師婆、穩婆。她

們之中有的是治療者，有的兼營治療工

作。因為她們「不守婦道」、「拋頭露

面」，而且穿門入戶，散播生育，避孕，

墮胎及性知識，所以被稱為「淫盜之

源」。我國傳統的女性治療者是這樣的形

象，因此，我國護理初創階段的領導人刻

意要與傳統劃清界限。她們否定了我國傳

統婦女治療及照顧的存在，而將英國人尊

為「護理改革者」的南丁格爾女士奉為

「護理鼻組」，聲稱護理專業是由南丁格

爾女性創立，然後輸入我國的。換言之，

護理專業完全是由西方文化移植進來的，

並不存在於在本土文化之中。 

(二) 移植護理專業規條的不適應性 

我國目前的護理倫理規範，是民國八

十三年，在盧美秀帶領之下所制訂的，其

目的是要制定一套本土化的護理倫理規

範，以之作為護理人員行為的指導原則。

其研擬方式，是依據西方過去所制訂倫理

準則的規條內容，編制問卷，對醫生、護

士與病人大量施測。她們的研究結果發

現：這三群參與者對 38項護理倫理規範的

重要性評斷差異很小，因此，該一護理倫

理規範的內容，應可以用來發展我國的護

理規範（盧美秀、魏玲玲及林秋芬，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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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過，對台灣社會而言，護理專

業是由西方移植過來的，並非由本土社會

內生出來；再加上儒家社會對女性地位的

貶抑，造成女性專業人員的社會地位低

落，使女性在社會上難有立足之地。由於

中西文化背景及倫理觀的不同，護理倫理

移植入本土社會之後，社會期許護理人員

善盡其義務，卻不像西方社會那樣給予等

同的權利。護理專業人員也很難承繼過去

基督新教所傳揚的「天職」使命，儒家社

會傳統的「士大夫」的內在精神又是以男

性為中心。因此，本土護理專業的傳授，

大多著重於複製西方護理的技術層面，造

成本土護理倫理教育的困境。 

因此筆者認為：要建構本土化的護理

倫理，護理專業必須與社會對話、溝通，

制定一套內生性的倫理準則。如果只是複

製西方護理規條，在發生特殊社會事件

時，即可看出整個社會與護理人員，對護

理專業倫理判斷的生澀及不適應。換言

之，要制定本土社會的護理專業倫理規

範，不能只是複製西方倫理條規；還需要

護理人員自身成為權利的主體，不斷與社

會對話，並請求權利，突破社會不合理的

期許，才能成為真正的「專業」。擁有主

體性的護理團體所塑造的「專業倫理」，

才不會使護理人員陷入一昧強調「犧牲」

的護理倫理困境。 

 

參、討論 

總結以上研究與討論，我們擬出幾個

大的方向作為將來推行護理專業倫理教育

的基礎。 

一、因為專業倫理不可能獨立於社會

價值而存在，要制定本土化的專業倫理，

必須對於台灣社會的文化期待有整體性的

瞭解。我們必須瞭解目前台灣護理專業與

專業倫理的困境，並作實際現況的分析，

再進一步尋找專業與社會價值的平衡點。

仿效西方專業倫理，也應當從瞭解其社會

脈絡與期待著手，找尋護理專業在台灣社

會中轉化自身的力量與機制，而不只是複

製西方社會在其歷史脈絡下所產生的倫理

教條。 

二、護理專業應盡力透過合理化的言

說，與社會進行對話，進一步找尋增權的

空間。護理專業必須形成一個權利主體，

在講求和諧、不抗爭的華人社會中，領悟

理性言說及權力鬥爭的結合，是現代主體

社會實踐的方法。護理專業符合社會期許

時，也必須內在增能，以理性訴說、專業

論述與社會對話。而不是一再服膺社會價

值，期盼社會以「將心比心」的方式，體

驗護士處境。我們必須瞭解，護理專業倫

理的形成，不僅是要結合知識與權利

（power），更是要藉由合理化的言說溝通

與鬥爭，而得到的權利（ right）（王崇

民、陳仲偉，2003）。我們在教育過程當

中，必須說清楚我們的社會文化對護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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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期許並非全然是基於理性的，期望護

理教育能讓學生達到「頓悟」（insight）

的效果，進一步培養護理系學生獨立判斷

的能力，勇於發聲，而不再只認同「犧

牲」、「奉獻」的社會價值。 

三、過去護理倫理通常強調護士與病

人的關係，卻忽略護理倫理必須同時處理

護理人員與管理階層（Christensen, 1988）

之間的關係。醫院和社會重視的是病人權

益和醫療作業，卻經常忽略掉護理人員的

權利。他們常忘記護士也是人，也有人性

尊嚴，應享有基本人權，除了應盡職責

外 ， 也 應 享 有 職 業 專 權 （ Benoliel, 

1983）。因此，護理專業訓練應培養護理

人員關切自己的工作權利。這也是護理倫

理教育相當重要的一環。例如美國護理學

會（ANA）於 1985 年所訂的護理倫理規

範（Code for Nurses)第八條：「護理人員

應參與實施和改進護理專業標準的專業性

活動」；第九條：「護理人員應參與專業

的努力，以建議並維護高品質護理照護的

工作環境」。國際護理協會（ ICN）於

1973 年訂定得護理倫理規範也提到，護理

人員與護理專業的關係：「護理人員在護

理實務和護理教育標準的決定和執行上，

應扮演主要角色」、護理人員應積極參與

專業知識的發展。護理人員透過專業組織

參與，建立並維持公平的護理社會和經濟

工作環境」。在華人社會的護理教育當

中，更應該強調這些規條的重要性(黃璉

華，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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